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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惩罚：影响因素、模型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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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我惩罚是个体在违反社会规范后, 自愿使自己承受伤害或蒙受损失的行为。自我惩罚会受到负性

情绪、补救机会、代偿机会和性别的影响。情绪模型和互惠模型分别从情绪和互惠的角度阐述了自我惩罚的

认知机制。根据近期的研究结果, 可以推测自我惩罚与前扣带回、脑岛、右外侧眶额叶皮层、背内侧前额叶

皮层、伏隔核、腹内侧前额叶皮层有关。未来值得研究的方向有：进一步确认自我惩罚涉及的情绪成分、为

互惠模型收集更多实验证据、探究自我惩罚对集体合作的影响以及开展跨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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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我惩罚的概念 

自我惩罚(self-punishment)最早是在弗洛伊德

的精神分析理论中被提及的, 指的是寻求疼痛、

承受痛苦 , 以缓解无意识内疚的倾向 (Freud, 

1953)。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惩罚作为一种道德上的

受虐现象, 是超我和自我之间斗争冲突的产物。

自我惩罚的思辨解释具有一定的价值, 但随着实

验研究的发展, 研究者们对自我惩罚有了更多的

认识, 如：Wallington (1973)发现, 抑郁与自我惩

罚有着紧密的联系, 越具有抑郁行为表现的被试

越倾向于自我惩罚。后续的研究者们将抑郁这一

概念细化, 发现其包含的内疚是影响自我惩罚的

核心情绪, 个体的内疚程度越高就越倾向于自我

惩罚, 并且观察到个体的自我惩罚可以缓解内疚

(Bastian, Jetten, & Fasoli, 2011; Inbar, Pizarro, 

Gilovich, & Ariely, 2013)。同时, 这方面的研究并

没有仅仅局限于研究情绪对自我惩罚的影响, 而

是不断拓展研究的范围。Nelissen (2011)的研究表

明, 受害者是否在场也会影响个体的自我惩罚行

为。这表明自我惩罚可能是一种用于修复违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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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受害者的关系的方法。另外, 不同的实验范式

和新的研究思路也更新着人们对自我惩罚概念的

理解。如：自我惩罚的途径不再局限于忍受疼痛, 

还可以是损失金钱(Nelissen & Zeelenberg, 2009)、

耗费时间 (De Hooge, Nelissen, Breugelmans, & 

Zeelenberg, 2011); 自我惩罚的作用也不再仅仅是

减少内疚感, 还可能包括修复社会关系、促进集

体合作(Gintis, 2000)。 

总的来看, 尽管研究者们对自我惩罚有一些

探索, 但这方面的研究仍处于初期阶段, 相关的

研究并不丰富。为使将来的研究者们更加明确自

我惩罚的概念, 有利于更多研究的开展, 结合近

期的一些研究(Bastian et al., 2011; Inbar et al., 

2013; Nelissen & Zeelenberg, 2009; Nelissen, 2011), 

我们把自我惩罚概括为：个体在违反社会规范后, 

自愿使自己承受伤害或蒙受损失的行为。 

要准确理解自我惩罚的概念, 还必须弄清它

与利他惩罚(altruistic punishment)的联系和区别。

利他惩罚 , 也称高代价惩罚 (costly punishment), 

指的是个体以牺牲自己利益为代价, 惩罚享受群

体成果却不为群体合作出力的成员的行为 (Egas 

& Riedl, 2008; Fehr & Gächter, 2002; Gächter, 

Renner, & Sefton, 2008)。自我惩罚与利他惩罚的

相似之处在于个体都主动牺牲了自身的利益, 尝

试去维护某种社会规范。但两者也存在一定的差

异, 自我惩罚是个体对自己的违规行为施加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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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利他惩罚是个体牺牲自己的利益对别人的违规

行为施加惩罚。目前来看, 有关利他惩罚的研究

已较为深入系统, 而关于自我惩罚的研究并不多

且相对零散。对自我惩罚的相关研究结果进行归

纳梳理, 指明未来的研究方向, 具有一定的理论

与现实意义。  

2  自我惩罚的影响因素 

自我惩罚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行为, 会受

到各种心理、生理因素的影响。现有的研究表明, 

负性情绪、补偿机会、代偿机会和性别是影响自

我惩罚的主要因素。 

2.1  负性情绪 

在违反社会规范的情况下, 个体会产生负性

情绪, 这些负性情绪的强度会影响个体自我惩罚

的程度。Wallington (1973)发现, 相对于没有做出

欺骗行为的被试, 做出欺骗行为的被试在行为上

有更多的抑郁表现, 更倾向于在随后的任务中高

强度电击自己 , 即进行更严厉的物理性自我惩

罚。Watanabe 和 Ohtsubo (2012)首先让被试在分

钱游戏中不得不做出不公平的分配, 分给自己的

钱多于分给别人的, 然后让被试填写一份内疚量

表。接着询问被试, 由于前面的分配不公平, 他现

在是否愿意从自己分得的钱中扣除一部分, 并强

调只是单纯的扣除, 而不是将钱送给其他游戏伙

伴。结果显示, 内疚程度越高的被试扣除自己钱

的数额越大, 即进行更强的经济性自我惩罚。 

2.2  补救机会 

一般而言, 个体在伤害了他人后的反应是尝

试补救, 而不是伤害自己。Trivers (1971)认为个体

违规后的内疚感会促进弥补行为, 并由此修复受

损的人际关系。不少研究都发现, 个体违规后的

内疚感与个体的亲社会表现(如：补偿他人、帮助

他人)显著相关(Brown & Cehajic, 2008; Brown, 

González, & Zagefka, 2008; Ghorbani, Liao, Çayköylü, 

& Chand, 2013; Xu, Bègue, & Bushman, 2012)。那

么当存在补救机会的时候, 个体是否还会进行自

我惩罚。Nelissen和 Zeelenberg (2009)设计了一个

2×2的被试间实验, 要求被试想象：自己曾经向父

母承诺好好学习, 但最后由于自身没有努力(内疚

条件)或老师教学不当(中性情绪条件)没能通过考

试; 被试还有一次补考机会(有补救机会条件)或

被试不得不向父母要钱再交一次学费(无补救机

会条件)。随后, 被试收到一次去滑雪的邀请, 询

问被试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会去参加这次快乐的滑

雪旅行。研究者将被试拒绝体验快乐的机会视为

自我惩罚。结果显示, 无补救内疚组的自我惩罚

程度最高, 其他三组自我惩罚程度较低且两两间

没有显著差异。 

Nelissen 和 Zeelenberg 从情绪的角度对该结

果进行了解释, 认为无补救内疚组没有为自己错

误开脱的借口, 也没有其他方式来减轻自己所造

成的危害 , 所以只能通过自我惩罚来减少内疚

感。然而也可以从修复人际关系的角度对结果进

行解释。如果是因为老师教学不当导致被试考试

失败, 父母不会怪罪于被试, 父母与被试的关系

不会受损。如果是因为被试不努力而考试失败 , 

被试就违背了向父母做出的承诺, 那么双方关系

受损, 需要修复。在该情况下补救是一种优于自

我惩罚的互惠关系修复方式。如果被试抓住补救

机会补考通过, 不仅维护了父母的利益, 修复了

双方关系 , 还避免了自我惩罚给自己带来的损

失。所以当存在补救机会时, 被试出于利益最大

化的原则 , 会寄希望于补救而不是选择自我惩

罚。但当没有补救机会时, 被试只能通过自我惩

罚来表示自己的懊悔, 以期获得原谅, 来保证自

己的长期利益。由此看来, 自我惩罚服务于个体

利益最大化原则, 是用来修复人际互惠关系的方

法之一。 

2.3  代偿机会 

是否存在代偿机会也对自我惩罚产生影响。

De Hooge 等人(2011)在第一个实验中, 先让内疚

组被试想象, 由于自己在分工作业中的消极行为

使得 A 必须重修课程; 让控制组被试想象尽管自

己在分工作业中的行为消极, 但 A 还是通过了课

程考核。接着, 让被试根据自己的意愿, 将 50 欧

元分给 A 和自己。结果发现相比于控制组, 内疚

组分给自己的钱较少, 分给 A 的钱较多。该结果

与经典的内疚组被试的自我惩罚程度高的实验结

果一致。在第二个实验中, 被试的任务与第一个

实验中的任务基本相同, 只是在分钱环节中增加

了一个分配对象 B。结果发现, 内疚组和控制组

分给自己的钱没有显著差异, 内疚组分给 A 的钱

多于控制组, 内疚组分给 B 的钱少于控制组。也

就是说在该情况下, 内疚组没有牺牲自己的利益, 

不会做出自我惩罚行为, 而是将原本会分给 B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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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转而分给 A了, 牺牲 B的利益去弥补自己对 A

犯下的过错, 即让 B代替自己对 A进行补偿。在

个人利益的视角下, 个体让第三方进行代偿的方

法不仅不需要牺牲自己的利益, 还可以修复与原

先的受害者的关系, 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因

此, 在存在代偿机会的情况下, 个体放弃自我惩

罚而选择他人代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潜在的

问题在于, 这种行为或许会损伤个体与代偿者的

互惠关系。总的来说, 自我惩罚、补救和代偿都

是用于修复与他人互惠关系的方法, 个体会在利

益最大化原则的指导下根据需求对不同方法进行

取舍。 

2.4  性别 

性别是另一个自我惩罚行为的影响因素。

Inbar 等人(2013)和 Wallington (1973)均发现, 当

自我惩罚的形式是对自己施加电击时, 女性被试

给自己施加的电击强度要显著大于男性被试给自

己施加的电击强度。对于该现象, Aronfreed (1964)

的观点是, 接受心理管教方式(如：讲道理、引发

内疚、撤销关爱等)的孩子, 比接受物理管教方式

的孩子的更容易形成内化的良知, 并在违规后进

行自我惩罚。而父母多以心理管教对待女孩, 以

物理管教对待男孩, 所以女性会给自己更多的自

我惩罚。但与之矛盾的是, 当研究中的自我惩罚

的形式是非物理性刺激时, 研究者们并没有报告

自我惩罚存在性别差异 (Nelissen & Zeelenberg, 

2009; Watanabe & Ohtsubo, 2012)。该问题还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 

3  自我惩罚的认知机制 

在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中, 都可以发现违规

后的自我惩罚现象, 如：欧洲的苦行僧为弥补自

己罪行, 游历各个乡镇, 并在其间不断鞭打自己; 

美国的职业篮球教练因无法带领球队取得好成绩, 

而主动请辞; 日本的武士在战败后, 以切腹的方

式以死谢罪。很显然, 违规者的自我惩罚是损害

个体的自身利益的, 那么, 人们为何要进行自我

惩罚？为回答这一问题, 研究者们分别从情绪和

互惠的角度提出了两大理论模型。 

3.1  情绪模型 

情绪模型强调情绪在自我惩罚中起到的作用, 

认为情绪是自我惩罚行为的核心因素。情绪模型

主要有三个论点：(1)负性情绪引发自我惩罚, 自

我惩罚调控负性情绪; (2)自我惩罚中涉及的主要

负性情绪是内疚; (3)个体在通过自我惩罚调节负

性情绪时, 会产生一些积极副作用。 

负性情绪引发自我惩罚, 自我惩罚调控负性

情绪。当个体做出的行为与内心行为规范不符 , 

自我与超我诉求产生矛盾时 , 负性情绪就会产

生。这种负性情绪会引起生理和心理上的不适 , 

使 个 体 会 产 生 洗 刷 自 身 的 罪 恶 (Zhong & 

Liljenquist, 2006)、摆脱负性情绪负担的需要。自

我惩罚正是满足该需要的一种方式。个体本能地

认为 , 接受惩罚可以抵消犯下的罪过 (Glucklich, 

2001)。因此, 在没有外界惩罚的情况下, 个体会

主动对自己实施惩罚, 寻求内心的平衡, 降低负

性情绪。Bastian等人(2011)的研究支持了“负性情

绪引发自我惩罚”的观点。他们首先通过让内疚组

回忆自己排斥他人的经历引发被试的内疚情绪。

然后告诉被试, 他们将再参加一个身体敏感性的

测试 , 要求被试将手尽可能长时间的放在冰水

里。结果发现, 内疚组的被试比中性情绪组的被

试自愿将自己的手放入冰水的时间更长, 即进行

更强的物理性自我惩罚。另外, Bastian等人(2011)

还发现, 自我惩罚有助于被试内疚感的减轻。在

引发被试内疚情绪后, 相比于让被试自愿将手放

入温水中一段时间(非自我惩罚条件), 让被试自

愿将手放入冰水中一段时间(自我惩罚条件), 能

更有效的降低被试的内疚感。 

自我惩罚中涉及的负性情绪主要是内疚。支

持情绪模型的研究主要探索情绪与自我惩罚的关

系, 其对被试情绪的引发主要是通过让被试回忆

或做出违规行为的范式来实现的。值得注意的是, 

这类范式除了可以引发研究者关心的目标情绪外, 

还会引发许多其他的负性情绪。因此, 虽然大量

研究都报告了自我惩罚与内疚情绪相关的现象 , 

但还是有必要将内疚与其他负性情绪对自我惩罚

的影响进行区分。Inbar 等人(2013)发现, 在自愿

接受惩罚性刺激时, 内疚组被试比悲伤组、中性

情绪组被试自愿给予自己更多的电击惩罚。悲伤

组和中性情绪组给予自己的电击强度无显著差

异。由此可以说明悲伤并不能显著影响自我惩罚。

此外, 羞耻与内疚同属道德情绪, 都出现在违规

的行为之后, 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将两者进行区

分也十分必要。内疚与羞耻的关键差异之一在于, 

内疚主要与个体违反规范从而伤害他人的事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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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羞耻则主要和个体在众人面前表现出自己无

能的事件相联系(Smith, Webster, Parrott, & Eyre, 

2002)。以此为依据, Nelissen和 Zeelenberg (2009)

为避免引发被试的羞耻感, 在引发内疚的过程中

特意让被试展现了自己的能力。实验结果依然显

示, 相比于控制组被试, 内疚组被试的自我惩罚

更严厉。另外, Nelissen (2011)在关于自我惩罚的

实验中使用量表直接测量了被试的内疚和羞耻情

绪, 该结果也表明与自我惩罚相关的情绪是内疚

而非羞耻。 

个体在通过自我惩罚调节内疚感时, 会产生

一些积极副作用。根据自我肯定理论 (self-affir-

mation theory) (Steele, 1988), 可以将自我惩罚解

释为一种情绪管理策略, 成功的情绪调控有助于

个体实现自我肯定。在违反社会规范后, 负性情

绪的产生会导致个体内心的失衡, 自我否定机制

启动, 自我认同感和自我形象受损。而当自我惩

罚成功减少违规者的负性情绪后, 个体的自我否

定机制停止。这将有助于自我肯定的重新建立。也

就是说, 在自我惩罚在调节自身情绪的同时, 会

产生有利于个体重新自我肯定的积极副作用。自

我惩罚的积极副作用不仅局限于个人, 还会作用

于集体。不少研究都发现, 个体会主动牺牲自己

的利益去制止不道德、不公平的行为(Carpenter, 

Bowles, Gintis, & Hwang, 2009; Fehr, Fischbacher, 

& Gächter, 2002; Gintis, 2000)。而这种行为会促进

个体所在群组的合作行为, 使该群组在进化中的

组间选择中胜出并存留下来。自我惩罚就是这种

牺牲自身利益, 起到维护社会规范作用的行为。但

一般认为, 这种行为的产生并不是因为个体的“高

尚”, 而是因为个体面对不公平状况时自然产生的

负性情绪(如：Fehr et al., 2002)。根据情绪模型, 个

体的自我惩罚只是单纯由内疚驱动的, 而最后该

行为给群体带来好处是个体开始没有认识到的。 

情绪模型主要关注情绪与自我惩罚的关系 , 

其优点在于能够简单而清晰的阐述自我惩罚的产

生原因和效用。但它的问题在于, 情绪模型将自

我惩罚产生的非情绪性积极作用均解释为自我惩

罚情绪调控的副产品, 过度简化了人类的高级认

知过程, 一定程度上低估了个体对自身行为的认

识和运用能力。并且与之相反的是, 已有研究发

现个体能够有意识的、策略性的运用自我惩罚来

为自己的利益服务(De Hooge et al., 2011; Nelissen 

& Zeelenberg, 2009; Nelissen, 2011)。综上所述, 仅

依据情绪说是无法对自我惩罚行为进行全面合理

解释的, 需要其他的理论模型对其进行补充。 

3.2  互惠模型 

与将自我惩罚视为一种情绪驱动行为的情绪

模型不同, 互惠模型认为个体的自我惩罚是互惠

利益关系驱动的。人类作为群体性动物, 需要通

过与他人的合作和积极互动来获得更多的利益。

一些研究发现个体会通过牺牲短期利益做出慷慨

助人、维护社会规范等积极行为来提升自身声誉, 

以期获得或维持优质的合作互惠关系(Bereczkei, 

Birkas, & Kerekes, 2010; Gintis, Smith, & Bowles, 

2001)。在互惠模型中, 自我惩罚被认为是违规者

为了改变自己在别人眼中原有的消极违规形象 , 

修复受损的互惠关系, 以获取与别人再次合作的

可能, 从而保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互惠模型认为, 

自我惩罚的本质是个体放弃短期利益, 以获得更

多的长期利益 , 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的策略性行

为。根据互惠关系的不同, 可以将自我惩罚产生

的原因和效用分为：直接互惠关系修复和间接互

惠关系修复。 

直接互惠简单来说就是, “我帮你, 然后你帮

我”。直接互惠理论(direct reciprocity theory)认为

在多次交往中, 直接互动的双方互助互惠, 获得

较大的长期利益(Miyaji, Tanimoto, Wang, Hagishima, 

& Ikegaya, 2013; Rand, Ohtsuki, & Nowak, 2009; 

Trivers, 1971)。违规行为出现后, 违规者和受害人

的关系急剧恶化, 直接互惠关系终止, 违规者的

利益受到损害。此时违规者会做出一些补救措施, 

如：用自我惩罚来表达歉意。Nelissen (2011)先让

被试误以为自己做出了违规行为, 然后给被试电

击自己的机会, 在被试电击自己时有三种情况：

无人在身边、受害者在身边、无关人员在身边。

结果发现, 当受害者在被试身边时, 被试给予自

己的电击强度显著高于无人在身边和无关人员在

身边的情况。如果自我惩罚只是因为违规所引起

的内疚导致的, 在三种情况下高强度的自我惩罚

都应该出现, 然而实验结果显示, 高强度的自我

惩罚有且仅在有受害者在被试身边时出现。

Nelissen (2011)认为自我惩罚是一种违规者针对

受害者发出的懊悔信号, 违规者以此寻求受害者

的原谅。而违规者针对受害者发出懊悔信号和寻

求受害者原谅的实质是在尝试修复与受害者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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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以期保存再次与受害者建立互惠关系的可能, 

实现自己未来利益的最大化。研究表明这种有代

价的懊悔展示确实是有效的。Petersen, Sell, Tooby

和 Cosmides (2012)发现当罪犯表现出懊悔时, 普

通人会认为其作为未来伙伴的价值增加且更有可

能在未来与之合作互惠, 相应的, 对罪犯采取的

制裁方式会较为温和。Ohtsubo和Watanabe (2009)

发现相比于无代价的懊悔展示, 被试会将有代价

的懊悔展示理解为更真诚的道歉。 

间接互惠理论 (indirect reciprocity theory)认

为, 个体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会获得好的社会声

誉(reputation), 而人们更愿意与有积极声誉的个

体合作互惠 (Milinski, Semmann, & Krambeck, 

2002; Nowak & Sigmund, 1998; Stanca, Bruni, & 

Mantovani, 2011)。个体的违规行为不仅会影响其

与受害者的关系, 还会损害自身的社会声誉。社

会声誉受损后, 违规者将不得不承担被社会群体

排斥以及遭到其他社会成员惩罚的风险(Cashdan, 

1980)。同时, 社会群体还可能因此不再将违规者

纳入互惠活动中去。出于总体利益的考虑, 当自

我惩罚的损失小于被他人惩罚的损失或自我惩罚

的损失小于未来互惠的获利时, 违规者会以自我

惩罚的方式向作为非受害者的其他社会成员传递

一种“我愿意服从社会规范”的信号, 从而避免他

人的惩罚和获得群体的原谅(Bastian et al., 2011)。

虽然还没直接的实验证据支持个体的自我惩罚是

为了提升名誉, 维持间接互惠关系, 但人们以提

升自身声誉为目的而牺牲自己利益的行为是存在

的。如：在私下秘密的情况下, 即难以获得声誉

提升的情况下, 仅有少数人愿意为陌生人提供帮

助; 而在其他社会成员面前, 即可以获得声誉提

升的情况下 , 更多的人愿意向陌生人伸出援手

(Bereczkei et al., 2010)。而在关于自我惩罚的研究

中(如:Bastian et al., 2011; Nelissen & Zeelenberg, 

2009), 被试很有可能将主试视为非受害者的第三

方社会成员, 尝试以自我惩罚的方式向主试传达

懊悔信息。并且这种被试对主试评价的顾虑, 是

很难消除的(Watanabe & Ohtsubo, 2012)。关于自

我惩罚的间接互惠关系修复功能的问题, 还有待

实验的验证。 

互惠模型以利益为着眼点对自我惩罚行为的

起因和效应进行了阐述, 对某些无法用情绪模型

来理解的自我惩罚现象进行了解释, 为理解自我

惩罚提供了另一个视角。但其问题在于缺乏实验

证据, 尤其是尚未有直接的实验证明个体会使用

自我惩罚维持间接互惠关系。总的来说, 情绪模

型和互惠模型分别从情绪和利益的角度提出了相

应的理论观点, 两者相互补充, 有助于研究者们

对自我惩罚形成更加深刻的认识。 

4  自我惩罚的神经机制 

目前对于自我惩罚的研究集中于行为层面 , 

而关于其神经机制的研究还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此处根据已有的行为研究结果和理论, 对自我惩

罚的相关脑区进行合理推测和简介, 以期引起研

究者们对自我惩罚脑机制的研究兴趣。 

4.1  情绪相关脑区 

根据情绪模型 , 自我惩罚行为与负性情绪 , 

尤其是内疚, 紧密相关。与内疚体验相关的脑区

有：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脑

岛(insula)、右外侧眶额叶皮层(rightlateral orbitof-

rontal cortex, RLOFC)、背内侧前额叶皮层(dorso-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DMPFC)。 

ACC  已有不少研究发现, 预期或想象会引

发内疚情绪的情景会引起ACC的活动增强(Basile 

et al., 2011; Chang, Smith, Dufwenberg, & Sanfey, 

2011; Shin et al., 2000)。Yu, Hu, Hu和 Zhou (2014)

则研究了被试在更为真实的人际互动中的内疚情

绪神经机制。他们让被试与另一名玩家(实际上为

假被试)玩一个点数估计的游戏, 只要两人中的任

意一人估计点数错误, 双方就需要共同接受总量

一定的电击。在看到双方估计点数的正误情况后, 

被试可以选择自己将承担总电击量中的多少, 而

剩余的电击量将由对方接受。相比于双方都估计

错误, 仅被试单独估计错误时, 被试的内疚感和

主动承担的电击量都更高。将被试单独错误条件

与双方错误条件下的脑激活情况进行对比, 发现

在被试单独错误条件中 , aMCC (anterior middle 

cingulate cortex)的激活强度更高。另外, 他们还发

现 aMCC 会通过中脑核团(midbrain nucleus)的完

全中介作用对被试自愿接受多少电击产生影响。

这些研究表明 ACC 是自我惩罚行为中重要的情

绪脑区之一。 

脑岛  脑岛不仅负责身体感觉的加工, 如温

度、疼痛等(Craig, 2002), 在负性情绪的加工中也

起重要作用。当个体面临惩罚的威胁 (Spit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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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chbacher, Herrnberger, Grön, & Fehr, 2007)、经

历不公平事件 (Tabibnia, Satpute, & Lieberman, 

2008)或具有负性情绪预期(Herwig, Kaffenberger, 

Baumgartner, & Jäncke, 2007; Herwig, Baumgartner, 

et al., 2007)时, 研究者通常可以观察到脑岛的激

活。具体到内疚而言, Chang 等人(2011)发现, 个

体在反事实任务中报告的内疚程度越高, 内疚敏

感性越高, 其脑岛在涉及内疚的任务中的激活水

平 越 高 。 相 似 的 , Baumgartner, Fischbacher, 

Feierabend, Lutz和 Fehr (2009)发现, 当个体计划

违背承诺(将体验内疚情绪)时, 脑岛活动增强。 

RLOFC 和 DMPFC Wagner, N’Diaye, Ethofer

和 Vuilleumier (2011)利用文字让被试回忆生活中

的特定典型事件, 在不同的典型事件中被试会分

别体验内疚、羞耻、悲伤三种不同情绪。将被试

在回忆内疚事件时的脑区激活状态与被试回忆羞

耻、悲伤事件时的相比, 结果发现仅当被试处于

内疚状态时, 被试的 RLOFC和 DMPFC独特性激

活。因此, 可以将 RLOFC和 DMPFC的激活作为区

分内疚、羞耻、悲伤的一个指标, 这对验证自我

惩罚行为的核心情绪为内疚, 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4.2  奖赏计算和预期相关脑区 

根据互惠模型, 个体违规后的自我惩罚是为

了自己将来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个体可能会对自

我惩罚的成本、修复关系所得利益进行计算和预

期。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 NAcc)和腹内侧前

额叶皮层(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

在奖励预算和预期中起重要作用。 

NAcc和 VMPFC一直被认为是经典的奖赏脑

区, 其活动会受到个体所面对的奖惩得失的影响

(Knutson, Adams, Fong, & Hommer, 2001; Knutson, 

Fong, Bennett, Adams, & Hommer, 2003; Rilling, 

Sanfey, Aronson, Nystrom, & Cohen, 2004)。近期一

些研究进一步发现, NAcc和 VMPFC与价值计算

(Rangel, Camerer, & Montague, 2008)以及一级和

二级奖励的加工和预期(Dreher & Tremblay, 2009)

紧密相关。在未来的自我惩罚脑机制研究中 , 

NAcc和 VMPFC是值得重点关注的区域。 

5  自我惩罚的研究展望 

5.1  进一步确认自我惩罚涉及的情绪成分 

虽然大量的行为实验结果支持了内疚引起自

我惩罚这一观点, 但我们还是应该谨慎的对待已

有的研究结果。Nelissen (2011)认为使用问卷测量

被试的情绪存在一定问题, 被试可能主观上难以

准确区分相似的情绪(如：内疚和羞耻)。该问题很

难在行为研究中克服, 但或许可以通过神经机制

研究来解决。例如, (Wagner et al., 2011)通过让被

试回忆典型事件来引发不同情绪, 利用磁共振成

像技术记录下被试的脑神经活动情况, 然后将被

试在不同情绪状态时的脑激活情况进行比较。结

果发现, 相比于羞耻和悲伤, 被试在内疚状态时

RLOFC 和 DMPFC 独特激活。因此, 可以通过记

录个体自我惩罚过程中的脑活动, 看是否能观察

到 RLOFC 和 DMPFC 的激活, 来寻找“内疚是自

我惩罚涉及的关键情绪”的支持性证据。相比于使

用被试的主观评分, 使用生理指标来区分被试的

情绪状态更加的敏感、明确和直接。未来的研究

可以通过更多的情绪神经机制研究来进一步确认

自我惩罚涉及的具体情绪成分。 

5.2  为互惠模型收集更多实验证据 

目前关于自我惩罚的主流研究都是围绕情绪

模型进行的, 情绪模型的主要观点是内疚情绪引

发了个体的自我惩罚。与情绪模型不同, 互惠模

型尝试从利益关系的角度解释自我惩罚, 提出了

自我惩罚是一种利益策略行为的观点。违规者在

做出违规行为之后, 违规者与受害者以及看到违

规者违规行为的第三方的关系恶化, 违规者与他

人的互惠关系很可能终止。出于总体利益的考虑, 

违规者可能以自我惩罚的方式来表示自己悔过的

意愿, 并借此来修复与他人的互惠关系, 从而实

现利益的最大化。互惠模型是十分必要的, 因为

它可以合理解释一些情绪模型无法解释的现象 , 

如：当受害者在身边时, 个体的自我惩罚程度更

高(Nelissen, 2011)。如果互惠模型正确, 个体的自

我惩罚是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 那么一段关系的

利益价值越大, 个体就会越愿意在此关系受损时

表现出自我惩罚。根据该推断, 验证互惠模型一

条可行的思路是, 观察受损关系的利益价值对自

我惩罚的影响。总的来说, 互惠模型对自我惩罚

有一定的解释力, 但支持它的实验证据却略显单

薄, 将来需要更多的实验来对其进行验证。 

5.3  研究自我惩罚对集体合作的影响 

在关于合作的研究领域中, 利他惩罚对群体

合作的影响一直是一个研究热点。不少研究发现, 

如果群体中存在利他惩罚机制能显著增加群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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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水平(Egas & Riedl, 2008; Fehr & Gächter, 

2002; Gächter et al., 2008)。但通过利他惩罚的方

式促进合作有其缺点。一方面, 利他惩罚的成本

很高, 惩罚者和被惩罚者双方的收益都会被减少, 

因此最终利他惩罚的代价可能高于其所促进合作

的获利(Dreber, Rand, Fudenberg, & Nowak, 2008; 

Herrmann, Thöni, & Gächter, 2008)。另一方面, 被

惩罚者可能对惩罚者心存怨恨, 而对惩罚者实施

报复, 进行反社会惩罚(antisocial punishment)。最

终导致双方恶意地相互惩罚 (Herrmann et al., 

2008)。再者, 研究发现一旦利他惩罚机制被撤除, 

个体之间不能相互惩罚后, 群体的合作水平立刻

降低(Fehr & Gächter, 2002)。 

自我惩罚与利他惩罚行为的相似性可能使得

自我惩罚也具有促进群体合作的功能。而它与利

他惩罚的不同点甚至可能会使其成为一种更优的

合作促进手段。首先, 两种惩罚模式自身的机制

决定了, 利他惩罚会给惩罚者和被惩罚者双方造

成利益损失, 而自我惩罚只会对自身造成损失。

这使得自我惩罚行为的成本低于利他惩罚。其次, 

自我惩罚不会对他人的利益造成损害, 惩罚者不

必担忧遭到报复。避免相互的恶意惩罚对群体的

整体利益都是有益的。再次, 利他惩罚的作用模

式是“惩恶”。个体对不合作者进行惩罚, 使其不敢

在做出违规行为。其潜在的问题在于, 一旦利他

惩罚机制消失, 不合作行为会迅速反弹。与之不

同的是, 自我惩罚的作用模式是“扬善”。个体在自

己违反社会规范后, 以自我惩罚的方式向其群体

发出一种 “我愿意为我的错误负责, 我会在下一

回合选择合作”的信号 , 倡导承担责任和公平合

作。这更容易让其他成员形成对遵守社会规范的

内在认同, 使得整个团体的合作氛围更持久。最

后, 现实生活中不是在所有条件下都存在惩罚他

人的条件, 有时个体无法做出利他惩罚。相比之

下自我惩罚具有更高的可实施性。通过上面的分

析, 将利他惩罚与自我惩罚对群体合作的影响进

行比较是未来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5.4  开展跨文化的研究 

个体进行自我惩罚可能是出于减少内疚的考

虑, 也可能是为了修复人际互惠关系。对此, 不同

文化背景中的个体是否存在差异？以欧洲、美国

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是一种个人主义文化, 强调独

立性自我, 而以中国、日本为代表的东方国家是

一种集体主义文化 , 强调依赖性自我(Markus & 

Kitayama, 1991)。我们认为, 在西方的独立性自我

构建的文化背景下 , 个体会从自我的角度出发 , 

注重自身情感体验, 以情感指导其行为。据此, 西

方人可能更注重自我惩罚减少内疚的功能。在东

方的依赖性自我构建的文化背景下, 个体强调集

体主义, 注重群体关系。东方人可能更注重自我

惩罚修复人际关系、恢复社会声誉的功能。这些

都需要通过跨文化的研究去加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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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punishment: Contributing Factors, Theoretical  
Models and Research Prospects 

ZHU Ruida; ZHANG Shen; SHEN Xueyi; LIU Chao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ognitive Science and Learn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Self-punishment refers to behaviors that an individual inflicts pain or imposes sanctions on 

himself/herself after the transgression. Self-punishment could be influenced by several different factors such 

as negative emotion, opportunities of remedy, opportunities of compensation at the expense of others and 

gender. Moreover, two core models, namely emotion model and reciprocity model, were summariz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uroscience, it could be inferred that ACC, insula, RLOFC, DMPFC, NAcc, VMPFC 

are closely linked to self-punishment. Finally, authors’ opinions about future research were provided. 

Key words: self-punishment; emotion; reciprocity; cooperation 


